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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民族地区乡村发展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

键时期，如何从“外部输血”转向可持续的“内生造血”已成为当前的核心议题。本文以四川省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德石窝村为案例，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新内源发展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构建了

“能人引领–多元协同–内生发展”的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其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研究发现，德石窝村的成功转型源于以“能人”为核心行动者，由政府、企业、村民、与旅游资源等多

重行动者共同构成的异质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核心行动者“能人”苏拉王平凭借个人声望与专业能

力，通过“信任赋权”式转译，成功将政府的“政策赋能”、企业的“市场赋能”与村民的“参与动能”

有效联结，形成了“政府搭台、能人引领、公司运营、村民参与”的四位一体协同治理模式。该模式不

仅能激活在本地在地资源，还通过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有效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最终实

现了从依赖外部帮扶到自主发展的根本性转变。德石窝村的实践为民族地区探索内生发展型乡村振兴道

路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启示：即以乡土精英为支点撬动内外资源，并构建基于信任的多元主体协

同网络，这一模式是实现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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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ing China’s comprehensive victory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rural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has entered a critical period of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while effectively connecting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 to shift from “external 
aid” to sustainabl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core issue. This paper takes Deshiwo 
Village in Heishui County, Aba Tibetan and Qi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Combining actor network theory,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and social 
capital theory, it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apable person leadership-multi-party 
collaboration-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
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its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Deshiwo 
Village’s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stems from a heterogeneous network composed of multiple 
actor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villagers, and tourism resources, with “capable 
people” as the core actor. In this network, the core actor, “capable person” Sula Wangping, lever-
aged his personal reputation and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to successfully connect government 
“policy empowerment,” corporate “market empowerment,” and villagers’ “participatory momen-
tum” through a “trust-empowerment” approach. This formed a four-in-one collaborative govern-
ance model: “government providing the platform, capable person leading, company operating, 
and villagers participating.” This model not only activates local resources but also effectively 
stimulates villagers’ endogenous motivation by building a mechanism for shared risk and shared 
benefits, ultimately achieving a fundamental shift from dependence on external assistance to self-
development. The practice of Deshiwo Village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insights for eth-
nic minority areas exploring an endogenous development-oriented path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raging local elites as a fulcrum to mobiliz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and constructing 
a trust-based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network is an effective path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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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绝对贫困问题已得到历史性解决，乡村振兴进入关键阶段。对于

曾经深度贫困的民族地区，如何在这一转型期内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当前的

核心任务。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必须提升乡村自我发展能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四川省也

提出了实施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提升计划，推动发展模式从“输血”型的外部资源输入转向“造血”

型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政策背景为本研究提供了现实切入点。 
在学术界，关于乡村发展模式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研究逐渐形成了外源式、内源式及新内

源式三种主要理论范式。外源式发展模式强调外部力量在短期内改善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但容易导致

路径依赖的问题[1]。相比之下，内源式发展模式更注重激活本土资源和村民自主性，但在资金、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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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渠道等方面存在局限，容易导致发展受限[2]。为了弥合这两者的不足，新内源发展理论应运而生。

该理论主张在强化地方内生力量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引入外部资源，促进地方与超地方力量的有机结合

[3]。研究表明，内外力量共同作用下，乡村旅游文化产业能够通过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优化、人口“反

虹吸”效应以及基础设施带动效应，推动乡村振兴[4]。然而，外部力量的介入也可能导致过度干预，抑

制乡村内生动力，甚至导致内生空间被侵占，转变为外源式发展模式[5]。因此，如何平衡外部力量的介

入，避免其过度干预，已成为新内源发展理论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新内源发展模式的具体运作机制、以及各个行动主体(如政府、企业、村民、乡土精英等)在其中的角

色及其互动关系，已成为研究的关键。本文将使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作为主要分析工具。ANT 认为，

社会现象是由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如技术、资源、政策文本)共同构成的异质性网络，通过“转译”过程

构建、稳定和演变[6]。近年来，行动者网络理论已广泛应用于乡村转型和产业集群的研究领域，其核心

在于通过“转译”过程整合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揭示网络构建的动因与机制[7] [8]。温凤鸣和解学芳基

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短视频推荐算法的运行逻辑时亦指出，该理论对乡村场域中异质行动者的联结机

制具有强解释力，其“转译”过程可有效剖析乡村产业发展中多元主体的互动逻辑[9]。 
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的德石窝村为例，该村凭借独特的自然资源和“高山向导第一

村”这一旅游发展模式，从一个“深藏山中的”嘉绒藏族村落，迅速转型为广为人知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德石窝村的成功转型展示了如何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为民族地区提供了宝贵经验。尤其是在返乡能人苏拉

王平的带动下，德石窝村形成了政府、能人、公司、村民四位一体的协同发展模式。短期内，村集体与村

民的收入实现了突破，更为重要的是，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热情得到了显著激发。 
这种多元主体协同网络的构建中，能人扮演了核心引领者的角色。苏拉王平不仅通过个人影响力带

动外部资源的引入，还通过“信任赋权”的方式将政府、企业和村民联结在一起，推动了“外部支持”

向“内生动力”的转化。这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和可借鉴的经验。 

2. 案例呈现与分析框架 

2.1. 案例呈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芦花镇德石窝村 

德石窝村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芦花镇，距离县城约 16 公里。下辖 4 个村民小组，

常住人口约 500 人，于 2021 年 8 月被列为四川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是典型的嘉绒藏族聚居地。背靠

雄伟的三奥雪山，拥有原始森林、高山草甸和冰川溪流丰富的自然资源。三奥雪山由“群山之父”奥太

基、“群山之母”奥太美和“群山之子”奥太娜三座雪峰组成，构成了独特的地理与文化景观。 
尽管德石窝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背景为其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由于海拔高、交通不

便，信息流通受限，导致该地区长期未能得到有效开发，难以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村

民主要依赖传统的农牧业维持生计，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转折点出现在“能人”苏拉王平的回归。他早

年投身户外登山事业，逐渐成为国内知名的登山家，并创办了成都川藏登山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川藏

队”)。2019 年，由他为原型拍摄的纪录片《珠峰队长》在全国上映，迅速引起广泛关注。纪录片不仅提

升了三奥雪山和德石窝村的知名度，也使村庄的旅游潜力得到广泛曝光。 
与许多外出成功的乡土精英不同，苏拉王平始终关注家乡的振兴和发展。每年返乡时，都会为村里

的老人发放衣物，并组织村民聚会，逐步在村里建立了深厚的声望与信任。这些社会资本为他后续的返

乡创业和带动村民共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19 年，《珠峰队长》的热播让德石窝村的旅游价值再

次被挖掘。当地政府敏锐抓住机遇，与川藏队合作推出了“景区 + 专业机构”的运营模式，推动旅游产

业的开发。 
在德石窝村的发展模式中，县、镇两级政府扮演“搭台者、服务员、监管者”的角色。其主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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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完善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7100 万元(含国家交通运输部 1.8 亿元专项)，建成了游

客服务中心、登山大本营及观景平台等关键硬件；二是建立管理体系，在游客中心设立三奥雪山旅游管

理局，负责监督指导、防汛防灾及安全保障等工作；三是进行技能赋能，由政府出资联合当地人社局为

村民免费举办了三批次共 200 人的高山向导专业培训，帮助他们实现持证上岗。通过政府、企业和苏拉

王平的共同努力，德石窝村的旅游产业逐步走上正轨。公司作为“引领者、运营者、联结者”，在市场

开拓和客源引进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利用苏拉王平的行业影响力，与全国 107 家俱乐部建立合作，全面

负责游客招揽。同时，公司在大本营修建木屋作为登山基地，为游客提供更完善的服务配套。为激发村

民动力，公司定期组织向导技能大赛并予以奖励，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村民则通过成为高山向导、后勤

保障人员等方式，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获得了每次约 300 元的稳定收入。集体经济方面，通过“登

山游客每人抽取 10 元”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机制，村集体经济得到有效增强。 
德石窝村的旅游发展依托多元主体协作，形成了“政府搭台、能人引领、公司运营、村民参与”的

协同治理模式，德石窝村的成功经验表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支持固然重

要，但本土精英的引领作用同样不可忽视。通过“能人”引领和“文化共鸣”式的转译，能够有效激发

村民的内生动力，推动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 理论框架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和约翰·劳(John 
Law)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为社会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该理论提出，行动者网络由人类

和非人类的行动者、转译过程以及网络结构三部分构成。该理论反映了社会现象的生成过程，并强调行

动者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一框架下，社会现象并非由单一主体单向推动，而是通过这些异质的

力量和元素相互作用、逐渐形成的，这一过程不断地充满了转换、调解和再创造的动态。转译是行动者

网络理论的关键概念。它并不是单纯的利益交换，而是通过核心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的利益对接，使得

各方能够在协作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具体而言，转译是指通过核心行动者的努力，不同背景和利益的行

动者逐步达成共同的目标，虽然这些目标并不总是一致或完全对齐，但转译通过协调不同的需求和预期，

最终实现协作和共同推进的效果。 
转译帮助识别行动者的核心角色，分析他们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通过有效沟通与协调达成共同目

标。最终，行动者通过相互协作形成密切联系的网络，这一过程是行动者网络得以稳定运行的基础[6]。
这一过程为实现社会变革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为乡村振兴等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在德石窝村的乡村振兴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我们分析其振兴模式提供重要框架。中国乡村社会中

普遍存在差序格局，这种格局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分析框架在本质上具有相似性。差序格局理论强

调社会关系的层次性和相互依赖性，而 ANT 则关注多样性行动者间如何通过网络形成协同效应，最终推

动社会变革。这两者在解释乡村社会如何形成互动、如何推动发展方面存在高度的契合点[10]。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是能创造资源和价值的关键要素[11]。德石窝村的振兴经

历充分展现了社会资本的独特作用。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作为资源的网络，更是通过

信任与规范的积累，形成了一种推动社会协作和集体行动的力量。在德石窝村，社会资本的作用尤为突

出，其根基可追溯到嘉绒藏族独特的社会文化结构。人类学研究表明，嘉绒藏族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

屋”(House)，它是一个包含建筑、家人、财产、土地乃至社会地位在内的综合体，并通过“房名”(House 
Name)代代传承。这种“家屋”结构不仅仅反映了家庭的物质生活状况，更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文化

传承。“家屋”作为社群单位的载体，通过“房名”的延续，形成了紧密的社会网络和家族间的互信与

合作[12]。种社会网络的运作是基于长期的共同历史和文化认同，这种本土信任网络成为苏拉王平能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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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村庄并最终领导村庄振兴的基础。 
在德石窝村，苏拉王平的“信任资本”正是在这一传统土壤中长期培育而成，通过对村庄公共事务

的持续投入，成功地被纳入了村民的信任网络，从而被“赋权”成为集体行动的领导者，在这一过程中，

信任的作用尤为突出。信任不仅仅是基于个人关系的互惠，它还通过规范化的制度保障、利益共享机制

以及政府的支持，逐步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7]。通过公司化运作(签订合同)、政府制度保障(颁发资

格证)和利益共享机制，信任的边界从村庄内部扩展到外部市场与公共体系，最终实现从“特殊信任”到

“普遍信任”的转化，为网络的稳定运行提供了更坚实的保障[4]。这一转化过程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内源发展理论由[3]在研究欧盟地区乡村发展时提出，核心在于“在强化地方发展力量的基础上，

寻求外部资源的介入，从而实现‘地方’和‘超地方’力量的有机整合”[3] [7]，其充分吸收内源式与外

源式发展的优势，强调产业发展需通过地方行动者积极参与内外部互动实现，而非偏向单一力量[13]。这

一理论在乡村振兴中尤其强调内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同时需警惕外部力量过度干预导致内生空间被挤

压——正如曹海林和何经纬指出，外源式发展易因“文化供给与需求不吻合、产业稳定性不足”陷入路

径依赖，而新内源模式需以“内生力量持续在场”为前提[7] [14]。德石窝村的实践正是这一理论的典型

体现。这里的“内源”力量，不仅包括自然资源，如三奥雪山的冰川和森林资源，更包括深厚的文化源

泉，宗教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对三奥雪山的“神山”崇拜，不仅是本土信仰的体现，这种

传统叙事与现代“登山探险”精神的结合，为旅游产品注入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神圣感，避免了同质化

竞争。在黑水地区，存在着如“铠甲舞”(卡斯达温)等集祭祀、征战、庆典于一体的村寨仪式。这类仪式

通过身体展演和集体参与，不断强化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15]。通过这些文化元素，德石窝村不仅维持

了传统文化的活力，也为现代旅游产业注入了独特的文化价值。这些文化和自然资源，经过有效的转化，

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地知识也是德石窝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村民们对山川草木、气候变化的熟悉，以及代代相传的文

化故事，都是宝贵的“在地知识”。通过专业培训，这些知识被转化为标准化的向导服务，不仅为游客

提供了更高质量的服务，也将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通过这些内外力量的有效结合，德石窝村实现了

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的转型。这一过程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还通过多方协作促进了社区的

合作精神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进一步强化了村庄振兴的韧性和可持续性[5]。德石窝村的成功实践不仅证

明了内生动力在乡村振兴中的核心作用，也为其他乡村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3. 行动者网络“信任赋权”式转译与文化重塑 

3.1. 内生行动者识别 

在德石窝村的“内生自主”发展阶段，多个行动者共同推动了村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苏拉王平作

为核心行动者，深耕乡土社会与外部市场之间的纽带作用，使其成为村庄与外部世界的桥梁。通过在登

山领域的影响力和村民间建立的深厚信任，有效地凝聚了各方力量，推动了这一行动者网络的形成。三

奥雪山和嘉绒藏族文化作为非人类行动者，需通过“有资格的‘代言人’来表达意愿、发挥主体性作

用”[16]——在德石窝村案例中，村民(承载“神山”信仰)与苏拉王平(转化“神山”文化为旅游符号)正
是其“代言人”，二者共同将自然景观与文化信仰转化为旅游发展资源；这一过程与马庄村香包产业中

“香包文化通过非遗传承人(王秀英)与村干部(孟庆喜)实现向特色产业转化”的逻辑一致[7]，均体现非人

类行动者需依托人类行动者完成价值转译。同时，《珠峰队长》纪录片的广泛传播让外界认识到德石窝

村的独特潜力，并为村庄吸引了更多的外部支持。村民和登山爱好者的参与进一步加快了乡村振兴的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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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产业的兴起，村民通过参与培训获得了稳定的收入，纪录片和登山运动则吸引了大量潜在

客户，为村庄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会。在苏拉王平的引领下，村民们的信任与合作推动了这一发展模式

的有效实施。核心行动者将各方力量汇聚，打破了传统的外部依赖模式，激发了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

通过精英引领和外部资源的有机整合，德石窝村乡村振兴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4] [5]。 

3.2. “信任赋权”式转译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核心是“转译”(Translation)，即核心行动者通过一系列协商、说服、利

益捆绑等手段，将异质行动者的目标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稳定的网络(如图 1)。在中国乡土社会这一“差

序格局”的场域中，转译过程往往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借鉴董毅和曹海林提出的“文化共鸣”式转译，

本文认为，在德石窝村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转译的核心机制是“信任赋权”[7]。在这一过程中，村民、

政府和公司之间通过信任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基础。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actor network theory 
图 1.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过程示意图 

 

在德石窝村的“信任赋权”式转译中，行动者面临的不同的挑战和机遇。村民困于“守着雪山没饭

吃”的窘境，渴望改变现状；苏拉王平怀揣回报家乡的愿望，希望将家乡的资源转化为财富；三奥雪山

和嘉绒藏族文化，虽然具有巨大潜力，但仍面临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困境；而登山爱好者则在寻找具有丰

富文化内涵且足够专业的目的地。在此背景下，苏拉王平提出的“以专业高山向导服务为核心、公司化

运营的登山旅游产业”方案，成为了网络的“强制通行点”(OPP)——所有行动者都必须通过这个方案才

能实现各自的目标。 
确立 OPP 后，苏拉王平开始对各行动者进行“利益赋予”(Interessement)。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信

任赋权”与文化嵌入的特点。对村民而言，信任基础上的利益承诺和能力赋权是关键。苏拉王平的动员

力首先来源于村民对他毫无保留的信任。这种信任植根于嘉绒藏族以“家屋”为单位的紧密社群结构，

以及他长期以来“每年归乡为村中老人发放衣物”等符合传统伦理的行动。在此基础上，他承诺的“家

门口就业”“稳定收入”以及“成为专业人士”的职业尊严，迅速获得了村民的响应。对政府而言，苏

拉王平通过展示其专业能力赢得政策倾斜与合作。政府看到了一个低风险、高成功率的项目，因此愿意

投入公共资源，扮演好“服务员”和“监管者”的角色。对公司而言，资源整合实现商业与社会价值双

赢。通过信任的赋予，村民对苏拉王平的信任降低了动员成本，政府对其专业能力的信任促成了公共资

源的精准投入，最终公司以较低成本获得了独特的旅游资源、硬件支持和熟悉本地情况的专业向导队伍，

从而构建了强大的商业护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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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益赋予成功后，各行动者被成功“征召”(Enrolment)并“动员”(Mobilisation)，网络开始协同运

转。人类行动者各司其职，而非人类行动者也发挥着关键作用：三奥雪山(自然和文化复合体)不仅是自然

景观，更是承载“神山”信仰的文化符号。其“新手友好型”的特性降低了参与门槛，而其神圣性则提

升了产品的文化附加值。《珠峰队长》(媒介产品)作为强大的宣传工具，持续为景区带来知名度和客流，

将德石窝村从地理名词转化为情感符号。高山向导资格证(技术标准)将村民的“在地知识”标准化，使其

劳动价值得到市场认可，这一转变是传统信任边界向现代制度信任扩展的关键一步。通过收益分配机制

(制度设计)“每人 10 元”的集体分红制度，将个体收益与集体发展捆绑，成为强化网络凝聚力的核心制

度，呼应了村寨共同体的传统价值观。 
通过这一系列动员，由能人、政府、公司、村民、自然资源、文化信仰、媒介、技术标准等共同组成

的行动者网络高效运转起来，将德石窝村推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这一过程深刻展示了“信任赋权”式转

译的核心力量，推动了从依赖外部资源到自主发展的转变。 

4. 新内源发展与社会资本的动力转化机制 

在德石窝村的“内生外嵌”发展阶段，村庄的转型不仅依赖于内生动力的激活，还通过外部力量的

有效嵌入，形成了一个多元主体协作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成功实施，体现了内外部资源的有

机结合，推动了乡村振兴的深入发展。 

4.1. 内生动力激活 

德石窝村的案例完美诠释了新内源发展的核心要义，即在激活内生动力的基础上，实现内外力量的

有机融合。其从“输血”到“造血”的动力转换，根植于深厚的社会资本和精巧的制度设计。 
与许多外部力量主导的项目不同，德石窝村模式的起点是内生的。乡土精英苏拉王平是内生动力的

核心点火器。他不仅带回了外部资源，更重要的是，他利用自己内嵌于乡土社会的身份和信任，激活了

村民的主体性。村民不再是被动的受助者，而是转变为乡村振兴的“主角”。他们通过学习专业技能，

将自身的劳动力和文化基因(如熟悉地形气候、神山故事)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服务，实现了从“要我致

富”到“我要致富”的根本转变 

“我们村总共就 500 多人，有 210 余人成为了高山向导。旅游旺季时，向导的平均月工资可以达到 7000 元至 8000

元。”——德石窝村村民访谈 

这一数据说明了村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标志着基于文化自信和经济自主的内生发展动力被全面激

活。 

4.2. 外部赋能嵌入 

政府在德石窝村模式中扮演了“赋能”而非“包办”的角色，其“输血”精准投向市场和村民个体

无法独立解决的领域：公共品供给(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投资(免费培训)和制度环境营造(设立管理局)这
一做法契合新内源发展理论中“外部力量应聚焦于弥补内生短板，避免过度干预”的原则，与马庄村“内

生外嵌”阶段地方政府(贾汪区政府)“委托一流设计团队编制《香包产业发展规划》、助力‘香包小镇’

建设但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的实践逻辑相通[7]。同时，曹海林指出，数字技术等外部资源的嵌入需以

“不挤压内生实践空间”为前提，德石窝村政府未介入旅游运营细节，正是对这一原则的遵循[17]。政府

的行动边界清晰，没有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而是通过“筑巢引凤”和“扶上马、送一程”的方式，为内

生力量的成长创造了条件。这种“有限而有效”的政府作为，是新内源发展模式成功的关键。程士国等

指出，政府在农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不仅仅是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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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内生动力[18]。在德石窝村，政府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组织高山向导培训等措施，有效地

支持了村庄的发展。 

4.3. 利益联结机制 

德石窝村模式的精髓在于建立了一套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成功将社会资本转化为了经济资本，并

反哺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发展初期，村民投入时间，公司投入资金，政府投入公共资源，形成了一种

基于对能人信任和共同期望的隐性风险共担机制。通过“个体稳定就业 + 集体收益分红”的双层设计，

将村民的个人发展与村庄的集体发展紧密相连，形成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性循环，这一利益

联结机制与马庄村香包产业中“村民通过香包制作就业增收、村集体通过香包企业发展壮大”的利益共

享逻辑一致[7]。新内源发展理论强调，此类机制是“将内生力量‘在场’与外部力量‘赋能’结合的关

键”，可有效避免“外源依赖”，确保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7] [19]。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不仅仅来源

于技术和制度，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激发各方主体的积极性[18]。 
最初基于个人情感和传统社群关系的社会资本，通过制度化的利益共享，升华为一种基于共同利益

和共享规范的、更具韧性的集体社会资本。这为村庄未来的发展和应对可能的风险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4.4. 文化嵌入与社会资本的重构 

在德石窝村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民对三奥雪山的“神山”崇拜，是一种源

于本土信仰的集体情感。这种传统叙事与现代“登山探险”精神的结合，为旅游产品注入了独特的文化

魅力和神圣感，避免了同质化竞争。仪式传统，如“铠甲舞”等集祭祀、征战、庆典于一体的村寨仪式，

通过身体展演和集体参与，不断强化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这种由仪式活动所构建的社会团结，是能

人进行社会动员的潜在基础。在德石窝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产业的结合，内生动力在文化传统的基

础上进行创新[18]，不仅提升了旅游产品的附加值，还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5. 总结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通过对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德石窝村“向导村”发展路径的案例分析，本文揭示了民族地区在乡村

振兴背景下，通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实现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转换的内在机理。同时，也需

看到德石窝村作为个案本身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其经验更适合被提炼为原则与要素，而非简单概括为可

直接复制的“模式”。 
首先，德石窝村的发展起点具有显著的稀缺性和非普遍性。一是自然与文化资源禀赋独特。德石窝

村背靠三奥雪山，拥有高山冰川、原始森林、草甸等复合型景观，以及与“神山”崇拜相联结的宗教信

仰与嘉绒藏族文化叙事，这种“高山探险 + 民族文化”的资源组合，在其他乡村并不常见。二是村庄意

外获得了纪录片《珠峰队长》带来的全国性曝光，使德石窝村在短时间内获得了难以复制的“流量入口”

和广泛关注。三是返乡能人苏拉王平兼具专业登山者与本地“家屋”体系成员的双重身份，既掌握外部

市场资源，又深度嵌入本土信任网络，拥有其他地区乡土精英难以完全具备的综合能力和社会资本。四

是地方政府在关键时期形成了“赋能型而非包办型”的政策取向，选择在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与技能培

训等公共领域进行投入，而不过度介入企业运营与日常管理，为内生力量成长预留了足够空间。上述因

素叠加，使德石窝村的成功带有明显情境性，难以在资源、能人、制度环境等多方面被原样复制。 
其次，在这一特殊情境中，乡土精英是激活内生发展的关键支点。返乡能人苏拉王平依托深植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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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藏族“家屋”社会结构中的深厚社会资本，通过长期的情感投入与公共事务参与赢得村民信任，并凭

借登山专业能力与行业资源，扮演了“转译者”和“联结者”的角色。他以“信任赋权”为核心机制，

将村民的致富愿望、政府的政策目标、企业的市场逻辑与“三奥雪山–神山文化”等非人类行动者的象

征价值有机整合，在行动者网络中形成了强有力的枢纽节点，推动了从“政府主导项目”向“村庄自主

发展”的转变。 
再次，德石窝村呈现的“政府搭台、能人引领、公司运营、村民参与”并非一种固定、封闭的制度

模式，而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可调节的多元主体协同要素组合。在该组合中，政府、能人、企业、村民分别

围绕“公共品供给–资源整合–市场运作–劳动与文化供给”形成分工互补关系，避免了单一外源主导

易致的“水土不服”，也克服了纯内源发展中常见的“资金技术不足、动力有限”等问题。就此而言，

“四位一体”更接近一套可因地制宜重组的协作原则，而非只要照搬形式即可奏效的标准化“模式”。 
最后，紧密而可持续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协同治理得以长久运行的核心结构。通过“个体稳定就业 + 

村集体经济分红”的双重利益安排，将早期基于人情与伦理的“特殊信任”上升为嵌入制度的“普遍信

任”，实现了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持续转化，又通过集体分红等形式反哺社会资本再生产。这种从关

系性信任到制度化信任的演化，为协同治理网络在面对市场波动与外部冲击时提供了韧性支撑。 

5.2. 进一步讨论与启示 

德石窝村在资源、能人、制度环境等方面的明显特殊性，其经验对其他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具有深刻

的启示价值。 
以乡土精英为支点激活内生发展：重视发现、培育和支持扎根本土、熟悉地方社会结构且具外部联

系能力的“领头雁”。政策上可以通过建立乡土人才库、返乡创业支持计划、能力提升与荣誉激励机制

等方式，为这类能人的涌现与成长提供制度环境。然而，乡土精英并非“可供复制的资源”，其产生依

赖于特定历史积累与社会结构，各地在学习这一经验时，应将其理解为“重视与善用本地关键行动者”

的原则，而非机械寻找“第二个苏拉王平”。 
推动政府角色从“全能管制”向“精准赋能”转变：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中更适宜聚焦于市场难以

有效提供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安全与监管、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环境营造等，避免直接替代

企业与村庄主体进行经营决策。对其他地区而言，可将“有限而有效”的政府作为一项可借鉴的行动原

则：一方面保障公共利益与底线安全，另一方面通过“搭台”而非“包办”，为村庄内部力量预留成长

空间。 
构建公平、透明且可持续的利益联结机制：德石窝村通过“岗位收入 + 集体分红”的组合，增强了

村民个体的获得感，也巩固了其对村庄共同体的情感归属。对其他地区而言应把握几个原则：一是确保

不同群体的基本参与权与收益分享权；二是通过适度的制度化安排，减少“口头承诺”引发的信任危机；

三是适度留有调整空间，以便在产业发展阶段变化时进行动态优化。 
推动本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神山叙事、嘉绒藏族仪式传统与登山探险文化”有

机嫁接，使文化从“被保护的对象”转化为“被激活的资源”，又通过在地主体的主导参与，避免过度

商业化导致的文化异化。其他地区应注意确立基本原则：文化要素应由本地主体参与定义、转译和收益

分享，在尊重其内在逻辑的前提下与市场需求对接，而不宜由外部力量单向塑造。 
警惕“能人依赖”与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虽然“能人”在初期至关重要，但长期来看，过度依赖

单一能人可能带来风险。因此，对其他地区而言，在学习“能人引领”的同时，更应同步推进村民议事

会、合作社等组织建设，通过规章制度、组织程序和集体议决，将个体能力逐步转化为更加稳定的制度

化治理能力，最终实现从“能人治理”向“良性治理”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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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德石窝村的实践并未提供一种可以“打包复制”的标准模式，而是展示了一套具有内在关联

性的原则与要素组合：以乡土精英为支点撬动内外资源，以“赋能型”政府为制度保障，以利益联结机

制为运行内核，以在地文化资源为价值底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治理结构的制度化。对其他民族地

区乡村振兴而言，更有意义的不是寻找“另一个德石窝村”，而是在自身资源禀赋、社会结构与政策环

境约束下，依照上述原则和要素进行因地制宜的重组与创新，在持续激发内生动力的同时，构建起可长

期运转的协同治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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